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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社会资本的再比较*

◎ 何君安

内容提要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当中所蕴含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态度，

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化解集体行动困境，对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具有根本性制约作用。中

西方社会资本形式有很大不同。论文对中西方文明不同的价值偏好、社会总体结构状

况、个体的自我定位、幸福观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对中西方的社会资本特征进行了进一步

的考察，对其类型进行了重新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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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

等学科都在关注的一种理论。美国华裔社会学者林

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为者在行动中能够获得和

使用的、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皮埃尔·布迪厄

认为，社会资本根植于“一个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

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和认可的持续的网络之中———换

句话说，就是团体的成员关系之中”; ①罗伯特· 帕

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

任、规范以及网络”。②所以，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由

于社会网络中的信任、规范使其成员可以获取的资

源。请注意，“这里的社会网络不一定非要采取正

式的组织形式，如果一个社会里的人们愿意信任其

他人，包括陌生人，这个社会里的人实际上也构成了

一个无形的、巨大的社会网络; 人们可以利用由这种

互信产生的资源。”③

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问题的研究，其中重

要的问题之一便是对中西方的社会资本进行比较。

学者们一般认为，首先，从信任模式上讲，西方社会

是普遍主义信任，而中国是特殊主义信任。在中国

社会里，血缘关系的有无、远近对人们之间的信任程

度影响很大，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差序格

局”。

其次，就蕴含和培育信任的社会网络来讲，西方

社会的网络结构以水平型为主，是平等的成员基于

共同需要自愿联合而成，具有类型多种多样、是建构

的而非继承的、成员身份平等、实行一定程度的民主

决策、成员自觉履行责任、网络功能比较具体等特

征。而在中国，最为根深蒂固、渗透性最强的网络是

家族型、关系型网络，具有类型的单一性、内部结构

的非平等性、成员身份的依附性和先赋性、较强的内

聚性、边界的封闭性、功能的全能性等特征，难以培

养起人们超越家族、熟人层面的普遍互信态度。

就社会资本的另一要素———规范来说，在西方

*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课题“社会资本培育与有效政府建
设”( 项目号: 09JK212) 的阶段性成果。

①③ 转引自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 年，第 120、
121 页。

②［意］罗伯特·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蓉
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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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型社会网络当中，规范是明确的，注重权利与义

务的平衡; 是为特定目的制定的，可以修改和变化。

其基本内容是互助、合作、互惠，具有对所有成员的

普遍约束力。而在家族及其衍生形态的网络当中，

协调人们行为的规范是一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的复杂“人情”。它不是建构的，而是继承的，具有

模糊性、灵活性、适应性、伸缩性、变通性。

以上关于中西方社会资本的比较，从微观层面

描述了中西方信任方式、交往规则、网络结构的不

同，有一定依据和说服力。但是，根据上述论断，在

中国传统社会里，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基本

是“以邻为壑”的关系、没有多少信任可言，那么，中

华文明作为最好地保持了自己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文

明形态，其超越家族———熟人层面的集体行动是如

何达成的? 它超强的内聚力、生命力又来自何处?

完全依靠王朝政府的整合显然不能说明这一问题，

因为如果没有某种共同认可的“集体意志”，王朝政

府的整合成本将非常高昂。

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和生命力之所在，无疑是

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与人为善、爱好和平、包容大

度、顾全大局、知恩图报、自我牺牲、重义轻利等一系

列美德和强烈的凝聚力、向心力、民族认同感。毫无

疑问，这些美德也是我们民族的社会资本。帕特南

认为，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都是“道德资源”，①最重

视伦理道德的中华民族当然应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

本。

此外，目前学术界所进行的社会资本比较研究，

都是在“隔离”了不同文明形态的总体特征后就社

会网络、人际信任态度、交往规范等微观层面进行

的，而实际上这些微观层面的结构、态度不可能不受

到其所处文明的宏观总体特征的影响。而如果对社

会资本的比较研究不只局限在微观层面，而是扩展

到东西方文明的价值旨趣、社会总体结合方式、对个

人自我的定位、幸福观等方面，就会发现还存在更多

区别。

第一，从中西文化的价值旨趣看，儒家文明偏好

的价值是“善”，西方文明追求的最大价值是“真。”

儒家是“以善统真”，西方文明是“以真统善”。在以
“善”为最大价值的情况下，儒家相信人性本善，主

张人人都应该也能够发挥其善性，通过外在教化和

内在反省，做到明礼诚信、仁爱忠恕。在其影响下，

中国普通老百姓大多宁愿持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

态度，相信良心的自我规约作用，愿意奉行和平主

义。这无疑有助于增强信任、促进合作，至少为信

任、合作提供了较好的氛围。

而西方文化在追求“真”的情况下，常常对人性

持怀疑批判的态度，将人视为需要防范、克服的对

象。由于对人性的怀疑态度，必然使世间由人所从

事的各种活动都具有潜在的恶性、不足以成为可以

从根本上信赖的力量，最后只剩下孤单的个人权

利———事物是否可信完全交由个人判断。从这种意

义上讲，西方的民主、法治乃是建立在怀疑、防范而

非信任的基础上。而由于怀疑所产生的宗教战争、

阶级阶层种族偏见、党派纷争又在多大程度上抬高

而不是降低了交易费用、制造而不是消解了集体困

境呢?②

第二，从中西方社会的结合方式看，中国是整体

主义社会，西方是联合主义社会。所谓整体主义，指

以整体为部分及个体之价值源泉，部分或个体没有

自身独立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虽然家族

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但面对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

任何家族，甚至包括皇族，都没有独立的意义，皇族

成员面对皇帝同样是臣民。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

国只能称之为整体主义的社会，而不能称之为家族

主义的社会。④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不形成

对国家、民族的较高认同感和向心力、内聚性，以及

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善恶标准。强烈的落叶归根意

识、爱国主义情操和虽然简单、但却一致的善恶和是

①

②

③

④

［意］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蓉
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91 页。
就在本文写作的时候，新闻报道美国众议员吉弗兹遭枪

击案，死亡 6 人。据专家分析，尽管美国每年都有许多人死于枪
击，但禁止枪支的法案在美国一直难以通过，其原因之一就是他

们认为人性恶、必须依靠持有枪支进行自我防范、保护自身安全。
这也是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不是一个阶级社会的根

据之一。参考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年，第 136 页。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在秦之后也有封建，即依靠家族进行

统治，但大多数时期内都是皇帝及其官僚的统治而不是皇族、宗
族的统治。家族统治恰恰是西方封建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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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准就是证明，而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特

殊主义信任的不足。也因此，近代以来许多后发现

代化国家常常面临的国家认同危机，在中国表现得

就不是特别严重。①

另一方面，在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

传统文化重在解决个人与群体的纵向关系，养成了

人们较强的义务观念，将个人承担对群体的义务作

为维护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就公共事务的治理而

言，中国社会也不取人人参与、互相合作的方式，而

是要求每个人遵守社会的集体法则、承担自己的义

务，只要每个人都能按照大家共同认可的规范行事，

社会自然就会得到良好的治理。

与中国相对，西方是联合主义的社会。所谓联

合主义，指个体( 部分) 不仅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

而且是一切价值的源泉; 整体只不过是独立个体之

间的联合，服务于个体。联合主义以普遍互信为维

系社会共同体的纽带，以平等、自由、参与、合作为公

共事务治理的基本原则，以辩论、投票为达成集体决

策的基本方法，培养了人们的公共精神、锻炼了人们

的合作能力，但是，也使西方社会始终面临个体与整

体、权利与权力、少数与多数、自由与法治的冲突，发

展到极端，甚至否认公共利益、共同福利的存在，认

为人们从根本上不可能就公共事务达成共识、只能

寻求有限的妥协。② 更有甚者，将一切社会建制都

视为压迫自由的潜在力量，因而不时出现无政府和

反社会的思想倾向和行动。

第三，从对个体自我的认识来看，中国文化当

中，“我”是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可以扩张、伸缩的

概念; 而西方文化当中，“我”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在中国文化当中，“我”与他人在精神、情感上互相

包容，一个“我”的概念，可以扩展到家庭、家族、地

方、国家、天下乃至自然万物。孟子讲: “万物皆备

于我”，宋人慈照禅师云:“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

一体”，关学大师张载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

想，都说明了在中国文化当中，“我”与他人的相通

性、相融性。而且，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人及万物都

是天地之所生、一气之化育，因此，“人的尊严的观

念是遍及于一切人的。”③“途之人可以为禹”，“三

人行，必有我师焉”，都是教育人们要尊重任何一个

人。总之，中国文化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也可以相

互理解、相互尊重，做到“并育而不相害。”

再看西方文化当中的自我概念。由于西方文化

采取天人相分、外在超越的致思路径，人自身也被对

象化、客体化，个人自由便在于超越外在世界，“自

我必须斩断与外在世界相维系的枷锁才能享有真正

的自由。”④在此情况下，人与人的共处只能依赖内

心对“普遍有效的自然法则”的信念。但这种“普遍

有效的自然法则”无论是上帝的启示还是理性的发

现，都必然是外在于每一个具体个人的“冰冷的理

性”( 尼采) ，无法契合具体个人的精神与心灵。文

德尔班说，自从苏格拉底之后，希腊人便面临这样一

个问题:“在每个人内心里都有自认为是必然的、能

防御别人的个人意见和目的，除非这些个人的意见

和目的之外还存在任何本身正确而真实的东西。”⑤

而外在于人的“本身正确而真实的东西”之是否存

在及与个人相比孰重孰轻、孰高孰低一直是西方哲

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总之，在西方文化中，“自

我”与他人能否相互理解、和谐共处始终是有争议

的。就像维特根斯坦的疑问，“如果我信任他，我的

心智能进入他的思想中吗?”⑥因此，西方社会里人

与人的互信即使程度再高，也难以解决“人的孤独”

的问题。⑦

第四，从中西方的幸福观来看，西方人的幸福观

是实在的，指人所面临的障碍得以克服、目标得以实

现和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自我价值与意义; 而中国

人的幸福观具有外在性，比较看重社会的评价。中

①

②

③

⑤

⑥

⑦

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危机不是认同危机，而是由于中央

政府效能下降而产生的整合危机。
［美］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

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372 页。
④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

社，2003 年，第 12、25 页。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

馆，1987，第 97 页。
L． Wittgenstein，Rema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 115 － 116，104．
西方文化中也有强调人与人应该互相理解的思想，苏格

拉底“采用对话的方式便是表示只有在主体相互问答之间才能发
现关于人的真理，人不能客体化而变成认知的对象，但这在西方

文化中不占主流”( 余英时: 《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诠释》第 2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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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走的是内在超越的道路，个人应该超越自己、

获得社会的认可。因此，我们从小就训练儿童遵守

社会的集体行动规则，做“对自己有好处又不妨碍

邻居”的事情。这种对自我超越的追求，往往伴随

着物质上的清贫，但却可以获得心灵的安宁。①“脚

在尘世，头在苍山云端”，“不识一字也要堂堂做一

个人”，既反映了中国人重视心灵慰藉的幸福观和

追求“做人境界”的人生价值旨归，也反映了中国社

会为何如此偏爱社会的和谐而非个人的自由。

而在外在超越的西方文化中，幸福只能是对人

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探究、解决，对妨碍实现人的目标

的外在障碍予以克服，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人的力

量、价值与意义。在西方文化中，无论是将幸福归结

为美德、理性、快乐、知足、信仰、自由、功利、权力、创

造、探求真理等等，都是外在超越幸福观的反映。它

在鼓励人奋进的同时，也容易将他人异化为自我的

对象物，使人与人之间面临根本性的紧张。

总之，中西方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各有其内在的

精神，保持着自身微妙的内在平衡。要对东西方的

信任、规范、合作网络等社会资本进行比较，就不能

不将其放到各自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而不能

简单地认为中国是特殊主义信任、西方是普遍主义

信任，更不能轻易断定西方社会有更丰富的社会资

本。

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可以对中西方的社会资

本类型进行进一步的总结。

1. 情感取向的社会资本与理性取向的社会资

本。所谓情感取向的社会资本，是指以情感作为建

构社会资本的主要纽带，在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中，

比较看重情感因素，各种利益的考量、理性的权衡，

必须以巩固和增进情感、至少是不损害情感为原则，

或者是在情感的面纱下进行。② 在此情况下，权利

义务界定明确的规范成为对信任和社会网络的伤

害。它倾向于将理性化的角色关系转变为非正式的

情感联系，或者是以情感来中和角色关系。它常常

贬低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等正式规则的作用，期望

通过培养共同情感使社会事务得到良好管理，致力

于建立一个人情化的社会。它更容易加深人们对社

会网络和国家整体的心理依恋，塑造人们较强的心

理归属感、依赖感。而西方社会的社会资本具有较

多理性取向，以现实目标的实现作为各项社会建构

的目的。相比情感取向的社会资本，更与法治的精

神相通。

2. 文化凝聚型的社会资本与规则约束型的社

会资本。文化凝聚型的社会资本是指以共同文化作

为内在的凝聚力，将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渗

透在所有的社会网络中，成为社会网络建立与行动

的共同原则。在此情况下，所有社会网络具有某种
“相似性”，价值取向相近、内在规范相似、网络功能

相同，社会资本具有更多继承性、持久性。而西方是

规则约束型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具有更多差异: 价值

取向的差异、网络类型的差异、结合紧密程度的差

异、功能的差异、规则的差异等等。它以人们的需要

作为内在规范的依据，更容易变动和更新。

3. 向心型社会资本与分立型社会资本。中华

传统文明的特性使我们的社会网络常常围绕某一中

心而形成、具有向心的特征。国家有皇帝、政府，家

族有族长，社会网络也往往有一个核心人物，主导着

话语权。人们对这一核心人物具有较高的期待和信

任，习惯于将公共事务委托给他来管理，常常赋予他

较大的自主权，而他也对网络的维持负有最大的责

任。就所有的社会网络来说，又趋向于政府，以其为

核心分布开来。正式的政府组织对社会网络和非正

式习俗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而在西方社会，各种社

会网络之间是分立的，内部是平等的，即使是代表整

个社会的政府，也并不比其他社会组织高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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